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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贫困视角下县域旅游扶贫效率 

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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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扶贫是边境地区扶贫减贫的重要途径与驱动力量。基于多维贫困理论，结合联合国 MPI 指标体

系构建了表征经济、教育、健康和生活四个维度，衡量个人行为能力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旅游扶贫效率测度指

标体系，并以云南省边境 25个县（市）为研究案例地，采用 Bootstrap-DEA 模型对其 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

进行测度，并运用 ArcGIS 空间趋势模块和 Tobit 模型分别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研究表明：①

时间序列上，碎化指数表明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在地理空间上经历了“离散—集聚”的发展历程，变异系数

表征其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特征。②空间差异上，旅游扶贫效率呈现出“滇东南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滇西边

境段”的格局特征，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空间惯性特征；空间变化趋势整体上表现出“东高西低，南北两翼低、

中间高”的格局态势。③经济基础、产业结构高级化、交通通达性、市场需求规模和政府干预是云南边境地区旅游

扶贫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信息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各影响因子在不同边境段存在着影响强度和

作用路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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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关系到贫困地区社会稳定、人民福祉和民族团结。因此，反贫困已成为我国

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2011 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划分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

区和滇西边境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中国扶贫工作主战场，并将旅游扶贫作为旅游资源条件较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繁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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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缩小差距的主要手段。 

旅游扶贫（PPT）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摆脱贫困黏性的重要举措逐渐进入国内外学者研究视野。国外学者率先在 1960

年代将旅游发展与消除贫困纳入研究实践之中，Ashley［1］和 Sofield［2］等分别提出“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

PPT）”和“消除贫困的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将旅游对扶贫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此后，大量学者对旅游扶贫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系统探讨，研究重点集中在旅游扶贫概念［3］、理论体系［4］、旅游扶贫模式［5］和旅

游扶贫效应［6-9］等方面。而国内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相对较晚，始于 19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开发［10］、绩效评

价与对策［11-12］、扶贫效应［13-14］、精准扶贫模式［15-16］、扶贫效率时空格局［17-18］等方面。旅游扶贫效率测算的方法多为数据包络分

析法（DEA模型），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测算方法由传统 DEA模型［14］延伸至对三阶段DEA 模型［19］、DEA-Malmquist 指数［18］、SBM

模型
［20］

和 Super-SBM DEA 模型
［17］

等更为精确的效率测量方法的应用。研究对象涉及民族地区
［10-11，19］

、连片特困区
［16，20］

、贫困

农牧区［21］等诸多区域，使得旅游扶贫效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体系更为完善。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扶贫效率进行了诸多有益研究，

为本文及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需完善之处：①研究内容上，旅游扶贫效率的研究内容虽然日趋多样化，涉及到

扶贫开发［10］、绩效评价与对策［11-12］、精准扶贫模式［15-16］等方面，但是对旅游扶贫效率影响机理的研究稍显欠缺；②研究对象选

择上，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10-11，19］或者连片特困区［16，20］，而对于集贫困面广、程度深、边疆、多民族等

特征于一体的边境县域旅游扶贫效率的研究鲜有涉及；③以往研究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测度虽已有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社会效益等的影响［17-20］，但较少涉及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经济、教育、健康和生活等多维度贫困的综合影响考量。 

近年来，随着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利好，云南边（跨）境旅游如火如荼展开，2016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91 号）文件明确指出：“通过大力支持沿边地区

旅游业发展，带动边境地区民生改善，进而促进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边境地区通过发展旅游以摆脱贫困黏性带来新

契机。鉴于此，本文选取云南 25个边境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 Bootstrap-DEA 模型对其旅游扶贫效

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碎化指数、变异系数和ArcGIS10.2 趋势面分别探究旅游扶贫效率的集聚状态、相对差异特

征及空间分布规律。最后，采用 Tobit 模型揭示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一方面试图探查其旅游业发展是否有效促

进了边境多民族贫困地区经济、教育和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基于多维贫困视角对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典型

性、示范性和应用价值，以期为云南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果的识别、旅游扶贫政策制定与扶贫绩效增长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1.1 研究区概况 

云南省边境地区①2处于 97°31'E～106°11'E、21°8'N～29°15'N 之间，是典型的集贫困面广、程度深、边疆、多民族特

征于一体区域。生态环境优良，高等级旅游资源广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良好，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脱贫攻坚区。优良

的资源禀赋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边境县（市）居民通过发展旅游业摆脱贫困枷锁奠定了基础，这与以往学

者的研究“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区与贫困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出现叠加”相符［2，22］（图 1）。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资源富饶程度较高且独具特色，根据 GB/T18972-2017《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边境沿线及其附近

地带共拥有旅游资源 8个主类、31个亚类和125 个基本类型；5A、4A、3A 级景区分别有 2、12和 7个；国家一级和二级边境口

岸 16个，民用机场 9个。截至2016年，云南边境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由 2006年的 67.20 亿元和 1395.92万人次分别增长至 2016

年 859.92 亿元和 8004.02 万人次；在旅游发展助推下，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均有一定

程度提升。值得注意的是，25 个边境县（市）中有 64%的县（市）属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基于多维贫困理论探查其旅游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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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括怒江州（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保山市（腾冲市、龙陵县）、德宏州（芒市、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临沧市（镇

康县、耿马县、沧源县）、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普洱市（孟连县、澜沧县、西盟县、江城县）、红河州（金

平县、绿春县、河口县）和文山州（马关县、富宁县、麻栗坡县）8个州（市）25个边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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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时空分异规律及影响因素具有区域代表性。此外，云南边境地区与缅甸、老挝和越南 3 个国家接壤，国界线 4060km，为西

南地区面向南亚、东南亚陆路旅游辐射区和旅游集散地的中间地带，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存较完整，具有开展旅游扶贫的先天

优势。 

 

1.2 研究方法 

1.2.1 Bootstrap-DEA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最先由 Charnes 等［23］提出，适用于对“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效率的测算，是一种非参数评

价方法，具有单位不变性特点，但其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样本评价偏差而带来的忽略统计检验问题。因此，Simar 等［24］提出了

Bootstrap-DEA 模型，通过重复抽样对传统 DEA 方法进行了改进，从而弥补了传统 DEA 模型无法考虑由决策单元较少时所带来统

计误差的不足，修正了原模型估算产生的偏差。本文采用 Bootstrap-DEA 模型测算旅游扶贫效率。其具体计算步骤详见相关文

献［25］。 

1.2.2 碎化度指数及变异系数 

碎化度指数是用来评价测度值集聚与离散程度的方法［26］。本文采用碎化指数测度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布的集

聚或离散状态。其公式为： 

 

式中：I 为旅游扶贫效率碎化指数；xi 为 i 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值；yi表示 i 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占整个区域旅游扶

贫效率的比重；n为研究样本数量。I取值范围为［1，n］，I值越小，表明旅游扶贫效率在地理空间上越集中；I值越大越分散，

当各边境县（市）yi值相等时则为绝对均衡。 

变异系数用来评价研究对象属性值的波动程度［27］。采用变异系数揭示云南边境县（市）及不同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的波动

程度。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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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V为变异系数，表示相对差异程度；S为边境县（市）各指标标准差；-x为平均值。当 CV≥100%时，为强变异；10%

＜CV＜100%时，为中等变异；CV≤10%时，为弱变异。 

1.2.3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是实际曲面的近似值，能够对地理空间属性数据进行半定量分析并模拟出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28］

。本文利

用趋势面探究旅游扶贫效率总体空间分异趋势格局，假设 Zi(x)i,yi 为第 i个边境县（市）的旅游扶贫效率，(x)i,yi为空间平

面坐标。根据趋势面定义可知： 

 

式中：Ti(x)i,yi 为大范围内的趋势面拟合值；εi为自相关随机扰动项，表示第 i个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真实值与

趋势值之间的误差。本文采用二阶多项式计算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趋势值，趋势函数可表述为： 

 

式中：x、y 为观测点的地理坐标；x2、y2 表示地理坐标最高次数为 2，这种多项式为二次多项式；β0、β1、β2、β3、

β4、β5为多项式的系数。 

1.2.4 Tobit 模型 

Tobit 模型又称删截回归模型，由 Tobin 于 1958 年研究耐用消费品时提出，是解决受限或截断因变量模型构建问题的一种

经济计量学模型［29］。本文运用 Bootstrap-DEA 模型对云南 25 个边境县（市）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

值为介于 0～1之间的离散截断值，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被限制在这个区间内，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的 Tobit 模型完成回归系数

估计能有效避免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所带来的偏差。因此，本文运用 Tobit 模型定量揭示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

其线性回归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式中：yit 为 i 县（市）第 t年受限因变量旅游扶贫效率值；xit 为 i县（市）t年各解释变量，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高级化、交通通达度、市场规模、信息化水平和政府干预；βT为待估参数向量；εit～N（0，σ2）。 

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3.1 Bootstrap—DEA 模型变量 



 

 5 

科学、适宜地选取投入、产出指标是得到有效评价结果的前提。投入指标上，借鉴大多数学者研究成果［17-18，20，30］，选取能

反映旅游业发展成效及旅游业对相关产业带动辐射效应的人均旅游收入和人均接待游客数量，其反映了旅游业实体经济投入对

整个边境县（市）的综合贡献效应，能有效表征旅游扶贫效果的优劣。产出指标方面，Ashley 认为旅游扶贫与其说是旨在扩大

行业规模，不如说是为穷人创造机会——获得经济收益及其他生计福利［31］。此外，多维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除

收入等货币维度的获得外，还应包括教育、健康和社会生活物品等非货币维度的获得，货币贫困具有可逆性，而教育、医疗等

非货币贫困通常表现出不可逆性［32-33］。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 2019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19）认为贫困状态的评估除经济收入外，还应将健康、教育和社会生活水平等纳入其中。基于此，参照多维

贫困理论和联合国 MPI 指标体系，本文选取了能够表征经济、教育、健康和生活四个维度指标来衡量个人行为能力和区域可持

续发展能力［34］。其中，经济维度用人均 GD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征，与国定贫困县设定指标相同［35］，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旅游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的经济收益。现实中影响贫困人口在发展“能力”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的多维贫困才是贫困地

区长期贫困的贫根，因学致贫、因病致贫现象屡见不鲜，教育贫困、健康贫困等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障碍性因素。因此，

从教育、健康和生活质量等多维度综合衡量个体或家庭在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的贫困程度十分必要［36］。教育维度选用

中学在校学生数表示，健康维度选取医院、卫生院床位数表征，生活维度采用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来衡量（表 1）。 

表 1 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构成 指标内容 涵义 

投入指标 旅游业 
X1人均旅游收入（元） 旅游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状况 

X2人均接待游客数量（人次） 旅游业的“催化作用”和“综合效应” 

 
经济维度 

Y1人均GDP（元/人） 旅游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程度 

 Y2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体现旅游地居民物质基础与生活状态 

产出指标 教育维度 Y4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人） 表征旅游业发展对当地教育水平的促进 

 健康维度 Y5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体现旅游业对当地医疗水平的带动作用 

 生活维度 Y6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户） 表明当地居民信息通畅度与生活便捷度 

 

1.3.2 Tobit 模型变量 

旅游扶贫效率波动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7，25，37-39］，在遵循数据可得性、典型性、目标导向

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以边境 25个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值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选取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条件、旅游需求、科

技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 5个因子，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LFR）、产业结构高级化（STR）；基础设施因素用交

通通达度（TRA）表征；旅游需求选取市场规模（SCL）表征；科技发展水平由信息化水平（INF）进行表征；政府干预（GOV）

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表达。具体解释如下：①经济发展水平：边境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为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提供

资金支撑和物质基础保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能够接待游客数量的容量及水平。王凯等
［17］

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旅

游扶贫效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经济环境的改善对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选用边境县（市）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来衡量。②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对产业优化升级的衡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昭示产业结构是否向着服务化方向

发展，有利于提升边境县（市）旅游竞争力，侧面映射出旅游产业规模以及产业优化发展前景，理论上有利于旅游业减贫效应

提升，借鉴干春晖等
［39］

的研究，选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③交通通达度：旅游通道是将旅

游客源地与目的地连接起来的桥梁，交通网络发展能够影响到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由于边境地区行政的阻隔性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理论上综合性交通对边境地区旅游发展具有影响，选择公路网络

密度、铁路网络密度、机场起降架次、一类和二类口岸数量等指标综合表征交通通达度，采用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模型的结合测

算交通通达度总得分。④市场规模：该指标一方面反映出边境县（市）本地消费市场效应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另一方

面由于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本地人口密度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本地旅游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选取本地居民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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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表征。⑤科技发展水平：理论上信息化越发达，旅游地对外联系度越便捷，越有利于打破边境县（市）旅游发展的“信息鸿

沟”，获取外界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并为外界了解边境县（市）居民旅游文化和生活习惯提供重要的信息宣传平台，促进边境县

（市）旅游营销与旅游形象塑造。采用邮电业务总量进行测度。⑥政府干预：云南省边境县（市）地处省域边缘地带，交通基

础设施瓶颈突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资金、技术、劳动力相对匮乏，因此，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旅游业脱贫面临着重重困难，

需发挥政府在边境县（市）旅游扶贫开发中的资源调控与政策引导作用。选取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来表征。 

1.3.3 数据来源 

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来源于 2006—2016 年云南各边境县（市）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

课题组依据各边境县（市）文化和旅游厅提供的实地调研资料整理所得；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移动电话

年末用户等相关数据来源于 2007—2017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人均 GDP、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收入数据来自于 2007

—2017年《中国民族统计年鉴》；Tobit 模型中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7—2017年《云南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于少量指标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此外，为降低异方差和价格

波动带来的影响，对变量统一进行对数化处理，价格型数据值平减至 2006 年的不变价格。 

2 旅游扶贫效率时空动态格局分析 

根据 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投入产出数据，运用 Bootstrap-DEA 模型对云南边境25个县（市）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度（表

2）。整体上，旅游扶贫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区域差异较大。 

表 2 边境 25 个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值 

区域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平均值 

泸水县 0.269 0.151 0.151 0.138 0.138 0.135 0.171 0.171 0.186 0.201 0.221 0.176 

福页县 0.277 0.213 0.249 0.259 0.264 0.260 0.344 0.317 0.326 0.329 0.353 0.290 

贡山县 0.083 0.069 0.082 0.081 0.083 0.076 0.111 0.115 0.120 0.135 0.165 0.102 

芒市 0.542 0.328 0.305 0.287 0.300 0.257 0.282 0.314 0.357 0.315 0.244 0.321 

盈江县 0.284 0.281 0.307 0.227 0.241 0.211 0.168 0.190 0.162 0.147 0.134 0.214 

陇川县 0.199 0.155 0.180 0.148 0.156 0.156 0.227 0.218 0.183 0.182 0.179 0.180 

瑞丽市 0.067 0.072 0.092 0.094 0.102 0.096 0.137 0.138 0.133 0.152 0.034 0.102 

腾冲市 0.176 0.186 0.209 0.201 0.201 0.200 0.230 0.255 0.262 0.208 0.198 0.211 

龙陵县 0.188 0.218 0.265 0.263 0.297 0.235 0.302 0.294 0.234 0.224 0.268 0.253 

镇康县 0.383 0.346 0.357 0.346 0.315 0.348 0.482 0.458 0.346 0.285 0.328 0.363 

耿马县 0.491 0.594 0.649 0.559 0.599 0.601 0.618 0.752 0.578 0.584 0.606 0.603 

沧源县 0.441 0.318 0.229 0.163 0.142 0.121 0.166 0.170 0.128 0.105 0.098 0.189 

孟连县 0.068 0.076 0.103 0.114 0.120 0.149 0.133 0.088 0.078 0.070 0.102 0.100 

澜沧县 0.256 0.277 0.342 0.336 0.310 0.327 0.395 0.368 0.398 0.359 0.343 0.337 

西盟县 0.166 0.188 0.203 0.237 0.247 0.233 0.187 0.170 0.155 0.148 0.151 0.190 

江城县 0.136 0.120 0.129 0.122 0.109 0.121 0.235 0.188 0.147 0.142 0.153 0.146 

景洪市 0.178 0.081 0.089 0.114 0.160 0.147 0.130 0.130 0.164 0.156 0.105 0.132 

勐海县 0.383 0.736 0.987 0.603 0.402 0.247 0.304 0.280 0.225 0.189 0.153 0.411 

勐腊县 0.105 0.082 0.100 0.094 0.112 0.101 0.129 0.111 0.095 0.092 0.104 0.102 

金平县 0.963 0.971 0.966 0.969 0.973 0.975 0.958 0.872 0.875 0.649 0.623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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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春县 0.934 0.926 0.938 0.947 0.951 0.968 0.984 0.972 0.975 0.969 0.974 0.988 

河口县 0.052 0.048 0.056 0.055 0.059 0.058 0.079 0.074 0.106 0.075 0.075 0.067 

马关县 0.987 0.991 0.982 0.973 0.970 0.979 0.983 0.987 0.981 0.988 0.994 0.991 

富宁县 0.514 0.526 0.589 0.087 0.105 0.402 0.504 0.570 0.653 0.428 0.474 0.441 

麻栗坡县 0.108 0.105 0.141 0.164 0.198 0.167 0.186 0.178 0.168 0.162 0.189 0.161 

 

2.1 旅游扶贫效率差异的时序演变 

2.1.1 旅游扶贫效率的集聚—离散程度 

依据旅游扶贫效率碎化指数测算结果（图 2），表明云南边境25个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在空间上总体趋于分散分布状态。

总体上，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碎化指数的最大值为4.673（接近最大参考值 5），最小值为 4.548，均值为 4.614，说明旅

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布存在差异，集聚程度不高，反映出旅游扶贫效率在边境县（市）形成了分散布局的空间态势。从时间切片

横向维度来看，2006—2012 年总体碎化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研究区旅游扶贫效率发展并非是“一县独大”，而是向更加分散

的状态发展，同时表明云南边境地区旅游扶贫取得了一定成效。2012—2016 年，碎化指数呈缓慢下降态势，说明旅游扶贫效率

在地理空间上趋向集聚趋势。 

 

分区域维度上，滇西、滇西南和滇东南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碎化指数 I取值范围分别为 1～3.464、1～2.646和 1～2.449，

均值则分别为 3.342、2.533 和 2.148，整体上呈“滇西＞滇西南＞滇东南”的格局特征，说明旅游扶贫效率在地理空间上的集

聚程度表现出“滇东南＞滇西南＞滇西”态势。具体地，滇西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碎化指数呈现不显著下降态势，说明旅游扶

贫效率高值区在此区域内呈现逐步集聚化，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滇西火山热海边境旅游区空间结构逐步优化，对瑞丽市、陇川县、

盈江县、腾冲市、龙陵县等中缅边境县（市）旅游资源的整合效应凸显，使得边境地区旅游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带动了部分县

（市）旅游扶贫效率值提升。滇西南边境段和滇东南边境段碎化指数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二者旅游扶贫效

率趋向离散化态势。 

2.1.2 旅游扶贫效率的相对差异程度 

由云南省 25个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变异系数值（图 3）可知，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变异系数均值为22.375%，

属于中等变异水平，即旅游扶贫效率的相对差异程度较大。变异系数的时间序列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2006—

2008 年呈快速上升态势，由2006 年的 0.941%持续增至 2008年的 28.224%，而 2008 年后则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表明旅游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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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空间差异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转变过程，最终相对差异趋向减小。 

 

分区域来看，滇西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和滇东南边境段变异系数的均值分别为 8.499%、3.887%和 22.952%，表明不同边

境段旅游扶贫效率相对差异呈现“滇东南＞滇西南＞滇西”的态势，说明滇东南旅游扶贫效率相对差异在三大边境段中最大，

滇西南边境段次之，滇西边境段相对差异程度最小。具体地，滇西边境段变异系数大体经历了波动上升的演变过程，且其均值

为 8.499%（CV小于 10%），说明其旅游扶贫效率属于弱变异，即区域内部旅游扶贫效率之间相对差异程度较小。滇西南边境段旅

游扶贫效率变异系数变化趋势大致与 25 个边境县（市）总体相似，以 2008 年为拐点，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发展过程。变异系数

均值为 3.887%，属弱变异。滇东南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变异系数大致经历了“增加—减小—增加”的发展趋势，均值为26.952%，

属中等变异。 

2.2 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异格局 

为揭示云南省 25个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空间格局特征，选取 2006、2008、2010、2012、2014 和 2016 年 6个时间节

点，采用 ArcGIS10.2 自然断裂法（Jenks）将旅游扶贫效率划分为高效率、较高效率、一般效率、较低效率和低效率 5 个层次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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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知，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滇东南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滇西边境段”空

间态势，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空间惯性。①高效率区主要集中在滇东南绿春县、金平县、马关县，位于滇东南“喀斯特山水

文化旅游区”。以上地区距离省会昆明相对较近，易受到其旅游“涓滴效应”影响，加之 G8011高速公路和泛亚铁路东线为其旅

游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设施条件，交通轴线廊道功能与辐射效应显著。②耿马县为较高值区，位于滇西南“澜沧江—湄公河国

际旅游区”。耿马县 2006 和 2016 年人均接待游客数量分别为 0.61 人次和 2.39 人次，实现人均旅游收入 184.76 元和 4067.58

元；且附近分布有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石佛洞遗址等优质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加之清水河口岸是中缅边境第二大边境

贸易口岸，其边（跨）境旅游的“口岸—通道—腹地”效应显著。③富宁县为一般区，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连接，

具有位于“第三亚欧大陆桥”沿线的区位优势，但由于受到旅游产品类型相对单一、同质性强，辐射范围有限和境外对接口岸

建设滞后等综合因素影响，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具有一定局限性。④较低效率区主要位于滇西边境段的福贡县、盈江县、龙陵县、

芒市和滇西南边境段的澜沧县、镇康县等县（市），效率均值范围为 0.214～0.363，说明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整体上居于较低

状态，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虽然这些县（市）旅游资源丰富独特，但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与交通条件的制约，资源开发规

模有限且区域可达性相对较差，加之部分县（市）受腾冲市、瑞丽市等知名旅游目的地“虹吸效应”影响显著，故而形成了旅

游扶贫效率较低值区。⑤低效率值在滇西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和滇东南边境段均有分布，其中，麻栗坡县、江城县、孟连县、

贡山县和泸水县等县（市）旅游资源等级相对较低，经济落后且交通基础设施瓶颈突出，是导致其旅游要素投入较难达到生产

前沿面的重要原因；而瑞丽市和腾冲市的旅游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人均旅游人次和人均旅游收入

处于上游水平，但却出现旅游扶贫效率低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为其旅游规模报酬呈现递减，旅游要素投入存在冗余现象，旅

游发展尚未有效转化为贫困人口脱贫的动能。此外，瑞丽市、腾冲市、勐海县和勐腊县等可能存在旅游开发“孤岛效应”，导致

旅游开展对区域减贫效应未得到充分释放。 

2.3 旅游扶贫效率空间趋势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多维贫困下旅游扶贫效率的空间趋势情况，运用ArcGIS10.2空间趋势分析模块对2006、2008、2010、2012、

2014 和 2016 年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进行空间趋势面分析，进而揭示出旅游扶贫效率在地域空间上的趋势演化规律（图5）。 

 

总体上，2006—2016 年，云南省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格局，东西方向上

和南北方向上趋势面过渡均较为陡峭，说明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异显著，这与前文碎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的分析结果相吻合。此

外，就其变化幅度而言，东西方向变化幅度小于南北方向。具体来看：①东西方向上，2006—2010 年旅游扶贫效率逐渐由“西

低东高”演化成“中间高、两头低”的非线性倒“U”型分布格局，表明该研究时段旅游扶贫效率由“东部高于西部”向“中部

高、东西部低”转变。2012—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整体上呈现出稳定的“西低东高”梯度线性分布格局；②南北方向上，2006

—2016 年，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表现出稳定的“南北低、中间高”的倒“U”型格局，2006—2008 年，边境县（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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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扶贫效率呈现出南部大于北部的布局特征，说明其南北差异悬殊。2008—2012年，南北差异不断缩小，2012—2014年趋于稳

定，2016 年南部旅游扶贫效率居于稳定状态，而北部有明显提升，反映出 2008—2012年旅游扶贫效率的南北差异不断缩小，但

始终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综上，云南省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研究区内东部和南部

为旅游扶贫效率优势区。 

3 旅游扶贫效率时空分异影响机理 

3.1 模型结果评估分析 

为消除量纲在数据分析中产生的干扰，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 Stata14.0软件包受限因变量模型（Tobit 模型）分别

对边境地区、滇西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和滇东南边境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参数估计与验证（表 3）。 

表 3 Tobit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边境地区 滇西边境段 滇西南边境段 滇东南边境段 

lnPLFR 0.482.5(4.610) 0.149(1.240) 0.291**(2.170) 0.359(1.510) 

lnSTR 0.553***(7.680) 0.327***(3.840) 0.037(0.720) 0.494**(1.960) 

lnTRA 0.150(0.310) 0.104(1.320) 0.837*(1.710) 0.183**(2.420) 

lnSCL 0.621***(5.910) 0.549***(4.630) 0.910***(2.650) 1.230**(2.380) 

lnINF -0.070(-0.810) -0.644(-1.070) -0.159(-1.550) 0.586(0.500) 

lnGOV 0.192**(1.990) 0.165**(2.130) 0.361***(3.540) 3.089***(3.320) 

Cons 0.631 0.235 0.274 0.203 

LR chi2（5） 101.680 57.340 23.360 39.890 

Prob > chi2 0.000 0.000 0.001 0.000 

Log likelihood -48.817 99.990 44.372 -39.162 

Number of obs 275 132 77 66 

 

第一，从经济发展层面看，边境地区整体和滇西南边境段分别通过 1%和 5%显著性检验，二者经济发展与旅游扶贫效率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当地经济发展仍然是影响旅游扶贫效率的内生动力因素。经济发展良好县（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

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对旅游业发展支撑动能较大，能够提高旅游从业者服务质量，为旅游者提供更加全面、舒适的旅游

环境，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投资与消费，从而增加当地的旅游收入，改善居民的生活、教育和健康水平，继而促使经

济发展和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实现良性循环。 

第二，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看，理论上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旅游扶贫效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越

大，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整个边境地区、滇西边境段和滇东南边境段均至少通

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其每增长 1%，旅游扶贫效率则相应提升 0.553%、0.327%和 0.494%；滇西南边境段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但亦存在正向积极作用，其产业结构高级化每增加 1%，旅游扶贫效率则会相应提升 0.037%，进而推动旅游产业与医疗卫

生事业、教育事业等服务化产业部门的协同发展，促进产业要素的集聚并产生规模经济，形成产业联动发展的“外部经济性”。 

第三，从交通通达性层面来看，交通通达性对不同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具体来看，云南边境地区整

体交通便捷度对旅游扶贫效率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究其原因，其整体交通建设较为滞后，相对延滞了旅游要素流空间传导与

配置效率的提升，区域间资源要素的互补效应未得到充分释放，加之边境各县（市）旅游自身发展能力和基础较弱
［28］

，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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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投入规模报酬出现漏损。分区域维度上，滇西边境段交通通达性对旅游扶贫效率呈现不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小，

与整个边境地区的影响性质一致，滇西边境特困区是我国战略性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之一，处于三江并流、横断山脉地区，生态

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制约了陆路交通的空间拓展，路网密度相对低于其他边境段，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扶贫效率增长的显著性；而滇西南边境段和滇东南边境段交通通达性对旅游扶贫效率提升则具有正向

影响，且至少通过 10%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 0.837和 0.183，表明二者交通通达性对旅游扶贫效率提升能够起到一定

程度的促进作用。 

第四，从市场规模层面看，市场规模对旅游扶贫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对边境地区、滇西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和滇

东南边境段影响系数分别为 0.621、0.549、0.910 和 1.230，说明其每变动 1%，旅游扶贫效率则会得到相应提升。这主要得益

于近年来国家《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及《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

（〔2011〕11号）等政策利好，边境县（市）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使得沿边地区旅游资源得到一定程度开发，激发了当地

居民旅游动机和消费热情，边境自驾游、跨国游等新型旅游业态逐渐兴起；此外，旅游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人口集聚密

度较高地区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同时，提高了边境居民的就业率，促使旅游业“联动效应”带动了旅游扶贫效

率的提升。 

第五，从科技发展水平看，信息化对边境地区总体、滇西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呈不显著负向影响，仅有滇

东南边境段呈不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整体上云南省边境地区信息化设施建设对旅游扶贫效率提升的带动性不足，该结论与信息

化能促进产业扶贫效率提升的理论认知相悖。究其原因，虽然较高信息化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更多的旅游流，改变着旅游

企业的运行方式和创新能力，但由于云南边境地区信息化设施建设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与技术支撑有限，且信息化投入对旅游业

效益成果转化存在滞后性，加之边境地区旅游发展具有投资额度大、回报周期长和受政策变动敏感性强的特点，往往难以吸引

到产业资本集聚，导致旅游信息化建设投资力度不足。信息化设施未能激发出旅游扶贫效应潜能，制约了旅游业对贫困居民多

维生计资本的整体带动作用。 

第六，从政府干预层面来看，虽然我国扶贫已经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旨在在精准扶贫政策下提升贫

困居民自身发展能力并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力，但政府在边境地区旅游扶贫发展历程中发挥的导向与调控作用不容小觑

［40］。政府干预与旅游扶贫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政府干预对整个边境地区及各边境段旅游扶贫效率的提升具有

正向积极作用，政府干预每增加 1%，以上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分别提升 0.192%、0.165%、0.361%和 3.089%，说明政府相关部门的

财政支持、人才与技术引进、投融资政策等资源优化配置策略，是旅游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3.2 影响机理 

本文以影响旅游扶贫效率的驱动力量为前提、动力因子为基础、旅游效应为过程、扶贫响应为目标的思路，提炼并构建出

云南省边境县域旅游扶贫效率影响机理图（图 6）。 

由图 6 可知，①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影响旅游投资、旅游消费和旅游环境等对当地旅游经济增量产生影响，进而对扶贫产生

引导效应。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旅游投资吸引能力较强，社会资本进入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产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刺

激旅游消费环境的改善，且旅游业是关联性较强的产业，其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带动居民收入和教育支出增加，改善医疗环境，

进而对旅游扶贫效率产生影响。②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产业要素融合、旅游要素集聚及增加社区就业机会，发挥旅游产业的

乘数效应。因此，构建完整的本地化旅游产业链，促进边境县（市）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是激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旅游扶

贫效率提升的关键。③交通通达度提升一方面提升了边境地区旅游可进入性，压缩游客时空感知距离和降低游客“行游比”，另

一方面有利于边境地区旅游资源规模性与集群式开发，形成旅游发展的规模效应。但现实中云南省边境地区整体交通通达度相

对较低，阻碍了旅游要素流的空间配置，弱化了交通设施对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的贡献效应。④本地市场规模增强了边境地

区旅游服务人员的有效供给能力，促进了旅游服务水平等“软实力”要素提升，但由于人口过度集聚而带来规模不经济和“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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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效应”，也会对边境县（市）旅游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延缓或阻滞旅游业发展对贫困居民生计资本的累积效应。⑤信息化

理论上为目的地旅游发展带来有价值的旅游信息资源，降低旅游企业运营成本。但由于当前云南省边境地区信息化设施建设仍

较为滞后，“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阻滞了旅游信息的传导与交换。因此未来应主动加快建设基础设施，提高对边境地区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提升边境居民生活便捷度与对外联系度。⑥政府在规划调控和资源配置上发挥着导向功能，为边境地

区旅游业发展提供正确的规划导向和财税政策支撑。因此，边境县（市）应继续发挥政府部门对资源要素的调动与配置能力，

通过差异化扶持政策、专项资金支持、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和用地政策等方式鼓励当地居民主动参与旅游发展，拓宽边境

县（市）旅游发展的融资方式和渠道，提升其自身“造血式”旅游发展能力，通过旅游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提升边境居民整

体受教育程度、生活状态和人居环境等多维度生计资本存量。 

 

综上所述，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设施支撑力、市场需求力等吸引性因子和经济驱动力、产

业联动力、政府调控力等保障性因子是旅游扶贫效率得以提升的重要驱动力量。各驱动因子间存在“相互影响”和“耦合协同”

效应，正是通过动力因子间的“合力”共同推动着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时空格局演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边境县（市）

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和周边地缘环境的复杂性，边境旅游势必在高度敏感的环境中进行，邻近国家的旅游开放程度、经济实力、

旅游政策与规划、交通连通性、边贸需求、文化差异和国家间关系等外部环境因素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构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指标，通过 Bootstrap-DEA 模型对 2006—2016 年云南省 25 个边境县（市）的旅

游扶贫效率测算，并综合运用碎化指数、变异系数、ArcGIS 自然断裂法、趋势面分析和 Tobit 模型等方法，探究了云南省边境

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时间序列层面，旅游扶贫效率碎化指数表明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表现出分散化态势；旅游扶

贫效率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表现出“滇东南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滇西边境段”的态势。旅游扶贫效率的变异系数表明

边境地区整体属于中等变异且具有较大波动性；旅游扶贫效率相对差异程度呈现出“滇东南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滇西边境

段”的态势。 

第二，空间差异层面，2006—2016 年旅游扶贫效率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滇东南边境段＞滇西南边境段＞滇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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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段”的格局，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空间惯性。旅游扶贫效率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南北两翼低、中间高”的趋势特征，

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东西方向空间分异程度大于南北方向，研究区内的东部和南部为旅游扶贫效率优势区。 

第三，影响因素层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交通便捷性、市场规模和政府干预是云南边境县（市）旅游扶贫效率

提升的重要驱动力量，信息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各影响因子在不同边境段存在着影响强度和作用路径的差异，从

而促成云南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的空间分异格局。 

4.2 讨论 

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旅游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地位日益显现，旅游扶贫逐渐成为边境县（市）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力量。因此，探查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间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深化旅游产业扶贫的深度和广度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由于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业存在复杂性和综合性特征，旅游扶贫效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对

旅游扶贫效率测度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选取尚未达成统一标准，加之边境地区数据获取存在局限性，本研究目前仍存在不足之

处：首先，旅游业本质上是污染性较小的第三产业，即旅游业也会有污染产出（非期望产出）。由于数据缺乏，本文在对旅游扶

贫效率值的计算中，尚未将旅游活动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考虑在内，在未来的研究中可深化对旅游扶贫中非期望产

出的考量。其次，边境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外向关联性，但在影响因素的选取中未考虑邻国边境地区开放度、旅

游发展政策、经济实力、文化差异且和边境贸易等外部性因素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故下一步研究中应给予适当完善。最后，

由于边境县（市）的内在旅游业发展要素和外部环境存在差异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未来的旅游扶贫发展道路上，应持续关

注内外部因素对不同边境段的动态作用强度及影响路径。此外，考虑到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地理环境、经济实力、政策背景

等均存在差异，下一步可综合对比两类地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空格局、模式及机理的差异性与一般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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